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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卖点
★著名翻译学家金圣华精选旅游文字
★收录诸多文坛往事
★思考与语言的完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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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金圣华 著名翻译学家。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荣誉院士及翻译系荣休讲座教授，香港翻译学会荣誉会长。曾任香港中文大学及新亚书院校董。已出版多本著作，如《桥畔闲眺》《打开一扇门》《一道清流》《傅雷与他的世界》《因难见巧：名家翻译经验谈》等，并翻译多部文学作品，如《小酒馆的悲歌》、《海隅逐客》、《石与影》、《黑娃的故事》《彩梦世界》以及傅雷英法文书信中译等。
内容介绍
《笑语千山外》为我国香港著名学者、翻译家金圣华的文化随笔。作者以细腻的文字、流畅的语言写出了生命中或深或浅的记忆和瞬时的感受。 
这部散文大致分为三部分。第一、二两部分叙述作者与友人至亲的情谊，涉及地与人、地与书、地与文之间的渊源。作者记述了与著名家余光中、白先勇，著名翻译家傅雷、杨宪益、杨绛、乔志高，加拿大著名诗人布迈恪等人的交游，对其人、其文、其思想、其情怀等都有较为深刻的叙述和理解。第三部分为小品文，记录了作者历年来旅游或居留世界各地的瞬息感悟和片刻经历。莱茵河畔的风景、游人、飞鸟皆入其笔下，看似平直的描述，却涉笔成趣，有着异域的情调和文化的思考。巴黎路边的咖啡馆、街头传来的音乐声、文化名人的现实生活与艺术世界，都以不同姿态进入作家笔下，仿佛旅游途中的见闻，又好似文化的潜入。
作者学贯中西、广交名士、博闻多识，驰骋文坛、译界数十年，其游历各地的点滴，与故友、名士、至亲的情谊与渊源，均取于心、注于手，在书中汩汩道来。读到作者于旅游或居留世界各地的瞬息感悟和片刻经历之时，令人不觉与作者一同身在其中而心驰神往。
精彩样章
探索傅雷的精神世界——二○○八年四月九日北京国家图书馆演讲稿 
各位来宾、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非常荣幸能够有这个机会来到这儿跟大家一起缅怀傅雷先生的一生——他的生平、他的为人、他的作风、他的作品以及他的精神世界。我相信各位已经看过了傅雷先生百年诞辰的生平展览，我相信各位看了以后，一定有很多的感触，也有很多的启发。这也是我个人的感觉。今天我跟各位谈的题目就叫“探索傅雷的精神世界”。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有很多都已经念过了傅雷那些最有名的译作，包括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等等。另外，我相信大部分朋友也看过了《傅雷家书》，因此，我今天所说的一切，应该各位都是耳熟能详的。但是，我个人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经历，这个经历就是我在下面要跟各位报告的。
当初，我是从研究傅雷的翻译开始的。我自己也是做翻译工作的，这一辈子，跟翻译结了不解之缘，不但做翻译、改翻译、谈翻译、教翻译，还推广翻译，致力于提高翻译工作者的地位等等。在中国近代翻译史当中，真正令大家历久而不忘的就是伟大的翻译家傅雷先生。就这样，刚开始我对傅雷先生是远距离的欣赏，知道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继而研究傅雷，慢慢地，经过了很多年以后，逐步接近傅雷的精神世界。然后，从傅译（研究傅雷）到了另外的一个境界——译傅，也就是翻译傅雷。我相信很少人有我这种机缘，我觉得这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傅雷先生对自己的翻译作品，是那么严谨、认真、执着，如果他还在世，有幸跟他谈论翻译的话，一定会发觉，他的翻译使人有高山仰止的感觉，我们怎么能够达到他那个境界呢！所以我从傅译一直到译傅，经历过一个很长的过程，经过了差不多三十年时间。而我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一步一步进入傅雷先生的精神世界。
我先谈一下这机缘的开始吧。一九七九年，香港翻译学会有一个午餐的例会，我去参加了，不是刻意的，而是随缘的。当时有一个演讲，讲者叫宋淇先生，他是傅雷先生非常要好的朋友。宋淇先生的父亲叫宋春舫，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戏剧家。宋先生在当天的会上就谈到了傅雷跟他的译作。大家记得一九七九年时“文化大革命”过了没有多久，他在那个会上谈到了傅雷先生的两位公子：傅聪和傅敏。在那个午餐会里，我的感觉非常强烈，原来我一向知道的、从小念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它的译者背后竟然有这么动人的故事，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出乎一种好奇，我开始对傅雷先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一九七九年底，我到巴黎第四大学（索邦大学）法国文学研究中心去修读博士学位，并以“巴尔扎克在中国流传的情况”作为主题。要研究巴尔扎克在中国的流传情况，当然就必须涉及傅雷先生的译作。大家都知道，傅雷先生这一辈子翻译了很多的作品，超过五百万字，其中，最重要的除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正是巴尔扎克的作品。当你去了法国、去了巴黎以后，你就会发觉原来巴尔扎克在法国人心目当中，他的学术地位、文学地位是远远超过罗曼•罗兰的。在法国还有专门研究巴尔扎克的“巴学”。这个“巴学”跟我国的“红学”相比也不遑多让。 
不但有一个“巴学”，还有一个巴尔扎克纪念馆，也就是巴尔扎克的故居。当年，巴尔扎克很多时候是为了还债而写作，他欠了很多债，必须赶紧写作，好还债。但是，债主要上门哪，所以必须找一个地方躲起来。他的那个故居是一个很好的地方，进门的时候，前面有一个园，往下走，还有一个后门，靠近河边，每次债主上门，都可以从此逃之夭夭。
巴尔扎克生前写了很多书，其中《人间喜剧》共有九十四篇。这些书都陈列在馆中。此外，馆里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巴尔扎克作品译本。我记得在一九七九年，馆里并没有傅雷的译本。傅雷先生翻译了那么多，但是，巴尔扎克馆里竟然没有收藏。当时，我想，不行！我们一定要把傅雷先生努力的成果介绍过去。于是我在法国进修的时候，就把傅雷的译作赠送给巴尔扎克纪念馆。这是我研究傅雷开始的时候，是进入傅雷精神世界的第一步。当时，想好好地看傅雷是怎么翻的，他的《高老头》是怎么翻的？谁知愈进入就愈感动，觉得这里面是一层又一层的，像一座大山，你进去了以后，发觉有奇花，有异草，妙诀就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可以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多。这是我当初在法国进修时初步的感觉。
后来，记得是一九八○年的大年初一，我从巴黎渡过英法海峡，去了伦敦采访傅雷先生的两位公子：傅聪和傅敏。当时傅敏也正好在伦敦探访傅聪。记得我经过唐人街的时候，舞狮舞龙，非常热闹。不知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在国内的时候，觉得这些很俗气，怎么那么吵，可是，一到外国这样的氛围当中，忽然看到我们的龙我们的狮，还有那锣鼓，我差不多热泪盈眶，这就是对中华民族的那种认同感。就在那个初一，拜访了傅聪和傅敏，并承蒙他们两位大力支助。我记得傅聪的家是三层楼的，那个时候正在装修，院子里杂七杂八，刚刚搬进去没多久。各位设想，在这个情况之下，有客人来，而且这位客人还是不认识的，只是宋淇先生介绍的一位研究傅雷作品的学人，自巴黎渡海而来，如果你很忙，你正在搬家，在这种情况之下，会怎么样呢?可能你会随随便便，或者客客气气地跟她见一面。这可不是当时的情况。当时的情况让人十分感动。傅聪、傅敏两兄弟我是第一次见面，可是在他们身上却体现了傅雷那种热情、好客，凡事都非常地认真、执着，对文化和艺术非常地爱好，对文学和文化的发扬非常支持地精神。
两位当时给我提供了大量的材料，包括傅雷译作的各种版本、手稿、书信等等，尤其是把《高老头》（重译过三次）三个不同的版本、手稿，《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两个版本都交给我，给予我无比的信任，而我就开始从这些宝贵的资料当中，去发掘研究。有了这些原稿、作品，当然还需要很多的辅助数据。当时我十分幸运，回到香港后，就给宋淇先生打了电话，结果他把傅雷跟他通信的原件，一共十二封全部都送给了我，加上两封是傅雷给宋淇弟弟宋希的信，一共十四封。如今，大家有心去研究的话，有一本书叫《傅雷谈翻译》，除了《高老头》重译本序言中谈“要神似不要形似”的主张，这批信件几乎囊括了傅雷谈翻译所有的主要理论。除理论外，这十四封信，每一封都是谈各种翻译问题的。
对我来说，当时大有茅塞顿开的感觉。原来有这么一位伟大的翻译家，他对翻译的认真、专注，点点滴滴都在信里头显露出来了。这些信讲到中西文化的不同、中西文字的不同，翻译的困难、翻译的要求、翻译的准则、翻译的标准等等。这批信其实最早到我手里，等我写完了论文之后才交给傅敏，再经过一些时间，才正式出版的。
一九八三我拿到了博士学位。在那个时候，又有一个机缘，很特别，也很宝贵。在座的各位可能都看过《傅雷家书》，很多人也许看的时候不太注意到，《傅雷家书》是按照年月日时序来排列的，有些信后有个小小的括号，写着“译自英文”，或者“译自法文”，这些信件就是由我翻译的。
《傅雷家书》的来历非常动人。当然，这只是父子之间的通信，没想到日后竟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书，也成为国内各地的长销书。在今时今日，一些恶劣的译作和低俗的著作充斥坊间的时候，这么一本书就像一道清流，涓涓不息，历久弥新。
当年傅聪写给傅雷的信，因为“文革”抄家而不见了，幸亏傅雷写给傅聪的信却全部保留得很完整。一九八一年，《傅雷家书》第一版出版，到一九八四年，再刊印《傅雷家书》的增补本。傅雷曾经写过英文和法文的家书，当时傅聪、傅敏邀我翻成中文，收编在增补本中。
为什么傅雷要写英文和法文的家书呢?原来当时傅聪在海外，娶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提琴家梅纽因的女儿。傅雷很有意思，他认为要公平，给儿子写一封信，同时也得给媳妇写一封信。媳妇不懂中文，所以，傅雷有时就用法文写，有时又用英文写。其实，信的内容跟中文的信是相同或相似的，但是也有很特殊的地方，比如说在他的心目中，我们每个人都应活到老学到老，我们是永远不能停止、永远不会停息的。傅夫人朱梅馥是那么优雅，那么柔美，像个菩萨一样，你会发觉，到了后期，她的字愈写愈美，你几乎分不出来是傅雷先生还是傅夫人写的字。有人说夫妻相处久了，表情、样子会很像，有夫妻相，而傅雷夫妇的夫妻相是一个更高的层次，是内心世界、精神世界的夫妻相。他们对于文学、文化、艺术的爱好，后来愈来愈接近了，文字接近，字体也接近，真是让人觉得非常地惊讶。由于这个原因，傅雷先生认为傅聪娶了太太了，好！不仅仅是一起过日子，而要慢慢地去熏陶她，就像他跟他的夫人那样。所以，傅雷每次写信给儿媳的内容都非常地丰富。这些信非常宝贵，傅聪跟傅敏就让我去翻译成中文，收编在《傅雷家书》里。
有一位翻译家林文月教授，她是台湾非常有名的翻译家，翻译了日本的经典名著《源氏物语》。她说过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她说：一个作品最好的读者是译者，因为要做翻译，你得真正去了解原著的内容，你要了解它的深度，你还得跟这位原作者去做朋友，你得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写，如何用字、用词等等。你必须进入到他的精神世界，才可以跟他有心灵交流的感觉。这就是我开始翻译傅雷的感觉。
在翻译十几二十封信的时候，我得通读傅雷所有的家书，从每一篇的内容中去了解傅雷的行文、用字、用词，以免愧对原作，对不对?在这个时候，才真正很用心地去了解傅雷，去了解他的内心世界。
翻完这些信以后，让我感到最欣慰也最荣幸的是，把这些信都寄给傅氏兄弟后，傅聪跟我说了一句话：“看了这些信以后，我都分不出哪些是原来的，哪些是翻译的。”这句话对我来说，是最大的鼓舞及最大的安慰。
到了一九八六年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傅雷家书》要排第三版了，《傅雷家书》是风行国内各地的作品，有的读者提出要求说，《傅雷家书》中有好多外文的字眼，包括很多英文字、法文字、德文字等等，给国内的读者造成不便。因此，傅敏说，要做一本《傅雷家书》的译注本。我也就应邀为全书译注。当时我想，这还不简单，整批家书都翻译过来了，要译注外文字，一个字一个字注出来就是了。接受了这个任务之后，才发觉原来不是那么回事。
因为，《傅雷家书》全书中，包括的外文字词为数不少，共有七八百处，包括单字、词组、长句，语言则包括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以及英国、法国、澳大利亚、俄国、德国、苏联、波兰、意大利的人名和地名，这些都要翻出来。在翻译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时，翻译界有两个原则：第一，“名从主人”，人名地名要跟从主人也就是原有国家的发音来译，比如说Paris译成巴黎，法文里没有s的发音，所以是直接从法文翻过来的;第二，“约定俗成”，就是已经成为习惯的译名，我们一般就不去改了。
《傅雷家书》中那么多的人名地名，必须要照原文的发音翻译过来，以免愧对傅雷。此外，《傅雷家书》内容丰富得不得了，什么都有，尤其是谈音乐，里面的术语包括乐器、乐曲、乐评等等，都得去研究，才能把正确的中文给翻出来。最难之处，就是有的信里，明明可以用中文来写的地方，傅雷却以英文写出来了。例如傅雷要傅聪提醒弥拉处世必须“kind”，这个词怎么翻?很仁慈?不是。傅雷是大翻译家，他为什么写信要用外文字?那就是在那个时候，那个感觉就得用这个字。所以，翻成中文时，你要把它卡在前言后语中，还得读来像傅雷的文辞。当时，我的感觉可用一个譬喻来说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古董收藏家，他拥有一件非常珍贵的古董，然后交在我的手里，他说原貌你不能动，但是你得把古董上面一颗颗的翡翠拿下来，然后再用一粒粒红宝石镶上去，弄完后，整件古董还是一样价值连城。就是说，我得把《傅雷家书》中的外文字拿下来，再用中文字一个一个嵌进去，再交回原物主的手里。 
在这个过程中，我更进一步进入傅雷的精神世界，譬如说，我知道他为什么要写“kind”这个字，而不用中文。
一九九一年，我们在香港筹办了傅雷逝世二十五周年音乐纪念会，非常荣幸，我们请到了傅聪，为了纪念父亲，亲到香港义演一场。音乐会非常成功，座无虚席。当时，用演奏会所得的款项成立“傅雷翻译基金”，这是海内外第一个以傅雷命名的基金。成立了这个基金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由我主编一本《傅雷与他的世界》，由三联书店出版。中国各地的名家，包括傅雷的好朋友、研究傅雷的学者，甚至他的后辈所写有关傅雷的文章，都收集在这本书中。 
傅雷先生可以说大半辈子都消磨在书斋里。他老是与文字为伍，看书、读书、写字、写信、翻译。你以为他没什么朋友，那是错的，当时他交友遍天下，而且所交的朋友都是各行各业非常杰出的人士，包括杨绛、楼适夷、刘海粟、庞熏琹等等名人名家，还有一些晚辈，如萧芳芳。萧芳芳是演艺界的明星，她的母亲是傅雷的好朋友，傅雷那么忙，还给芳芳专门写了一封信，鼓励她练字。芳芳说，每次看到这封信都很感动，有热泪盈眶的感觉，所以把这封信镶起来，挂在家里。
在编《傅雷与他的世界》时，材料已经很丰富了。但是，最缺少的是傅聪和傅敏的文章。我就跑去跟傅聪说：“傅聪，我要编《傅雷与他的世界》，您写一篇文章可以吗?”傅聪一听就说：“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使命、不同的禀赋。“我的书就是我的音乐，在我的音乐里已经表现了一切，我不是用文字来表达的，而是用我的音乐、音符来表达的。”我又要傅敏写文章，傅敏说：“我感触太多，要我写起父亲来，真不知从何说起，点点滴滴都在心头，我怕我写不成。”那怎么办呢?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忽然想起了一个念头，我说：“我来作一次访谈录吧，您把心里头对父亲的感觉、思念，当年父亲对您的栽培、熏陶，这一点一滴、一切的一切都说出来，再由我来记下，这样好吗?”这就是后来我的两篇访谈录。
第一篇是傅聪访谈录，题目是《父亲是我的一面镜子》;第二篇是傅敏访谈录，题目是《心如水晶一般的透明》。这两篇访谈录是非常动人、非常重要的实录。我先说一下《父亲是我的一面镜子》。我记得，我去访问傅聪的时候，傅聪一开始就滔滔不绝，过去的点点滴滴，完全都回来了。我首先问：“很小的时候，父亲对您非常地严厉，那您怎么办呢?有没有怀恨在心?您记不记仇?”他说：“没有，绝对地没有。”当时，他第一件事就告诉我，他鼻梁上有一个疤。我说：“怎么回事?”傅聪说：“五岁的时候，我不知道在说句什么话，父亲一听火来了，他正在吃花生米，一个碟子就摔过来，摔在我鼻子上，流血不止，马上给送到医院里去。”他接着说：“父亲对我严厉的这些事情，我都不记得了。父亲对我的教育、对我的熏陶、对我教诲的一切，现在都在我身上成长，成为我自己的一部分，父亲是我的一面镜子。” 
我在看《傅雷家书》时赫然看到，傅雷曾对傅聪说：“傅聪，你是我的一面镜子。”那么，他们父子俩就是两面镜子，彼此照映，傅聪在傅雷身上看到自己，傅雷在傅聪身上看到自己。各位听众不知是否会有这个感觉，你如果把两面镜子互相对照，镜中展现的空间是无限的，一直会伸延下去，好像把精神世界拓展到浩瀚无穷的境界，这就是我的感觉。傅雷与傅聪之间，除了父子之情外，最要紧的是两个艺术家之间人格的对话，也是艺术的对话、精神的对话。所以，我从傅聪的访谈录中得到了很多的启发。 
傅聪告诉我：“当年父亲教育我，我的手该怎么摆啊，我的大衣该怎么放啊，我的领巾该怎么挂啊，这些对我一点都不管用。他教我的是内心的东西，而不是这些外在的东西。”他说，父亲是个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先知型的人物。这就是傅雷先生的为人。傅聪更看到的一点是，傅雷先生所体现的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死谏”，也就是那种“抬了棺材去谏皇帝”的精神，个人区区几十年的生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对国家、对民族、对整个人类的一种精神的承担。所以，“文革”开始后不久，很多朋友都担起心来：“老傅，你怎么办呢?”他说：“我要走了，我要走了，我要走了。”很多人不知道他所说的意思，其实他心目中这种“死谏”，这种气魄、这种胸襟，实在是很令人感动。对于傅聪来说，日常生活中的琐碎细节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超越生命的精神。 
最近一次，傅聪先生到香港演出的时候，我对这点又有了深切体会。二○○七年十二月二日，傅聪到香港来演奏。演出前，傅敏给我打了电话说：“不得了，我哥摔了一跤，右边肋骨断了两根，我劝他不要来，可他一定要来，请你多照顾他一下。”那天，我们去了音乐会，傅聪先生还是如常演出，而且精彩得不得了，当时所有的观众都深受感动。他那天的演奏，很完美，几乎一点瑕疵都没有，你看不出他受伤了，只是坐下去、站起来的时候，动作慢了一点。很多人以为傅聪先生都七十多岁了，行动当然会慢一些。其实不然，他在身体上忍受了极大的痛苦，在精神上却战胜了一切。因为，这是艺术，是他的生命。他承诺了要来演出，不管自己怎么样，他是一定要演出的。在我的访问录中，他曾经说过：“就像《论语》中所说的，人不知而不愠。”人家不知道没关系，我自己对艺术有一个责任，我要做到我该做的。所以，在父子两人身上体现出来的精神完全一样，真可说“有其父必有其子”。 
在傅敏先生的访问当中，他说：“父亲的心就像水晶一样透明，一点杂质都没有。”所以，世上的一些俗事，傅雷是不能够接受的。他每次出去做事情都很短，做几个月又辞掉了。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情，如追名逐利等，他都看不惯。他是视富贵如浮云的人。但是，他做事又是这么认真，这么执着，这么一丝不苟。今年，在纪念傅雷先生百年诞辰的时候，我看了他的生平回顾展览之后，就有这个感觉。一个展览会的成功，背后得有多少人，同心协力来推动这个工作。傅雷先生的这些手稿、版本，还有信件，遗失了要找回来，重新整理，这一系列的事，是谁在做?傅聪有他的音乐，有他的艺术，并且人还在海外。这背后努力的除了所有朋友之外，主要就是傅敏跟他的夫人。傅氏父子，其实应该是一门三杰，即傅雷、傅聪、傅敏。如果没有傅敏二三十年来的努力，我相信傅雷先生所有的手迹、手稿，一切的一切都已经四散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了。傅敏的执着、认真、一丝不苟，也像他的父亲一样。所以，傅雷对傅敏来说，也是一面镜子。
傅雷先生当年给傅聪的老师写了很多信，这位老师叫杰维茨基，波兰人。这些信是用法文写的，一共有十四封，从一九五四年傅聪刚到波兰学习钢琴开始，一直写到一九六二年。一九九四年，这些信交到我手里，让我翻译出来。翻译这十四封信很有意思，当年傅雷写信给傅聪的老师，是用非常尊敬的语气。他用法文写，每一封信后有很长的问候语，跟中国传统文言的信件很相近，翻译的时候，不但要知道它的内容，而且要知道它的用法、方式。我记得，余光中先生说任何一个作者或者一个译者，不论写作或翻译，得有许多把不同的刷子，有的大，有的小，换言之，必须要有很多套不同的写作方式。
傅雷先生的书信，有的是文言，有的是白话，有的是半文半白的。那么，傅雷写给杰维茨基的信应该用哪种风格?当然是要用文言文。傅雷先生用文言文是一个高手，那我怎样去模仿他呢?我想了想，对了，先要去通读《致黄宾虹信件》。傅雷与黄宾虹是忘年之交，他们通了一百多封信，我要去了解傅雷问候人的时候怎么讲，傅雷跟人客气的时候怎么写，傅雷跟人谈心的时候怎么说，这一切的一切，都得在傅雷致黄宾虹的信件中去琢磨、去学习、去模仿、去追寻，以便找到翻译这十四封信的感觉。就这样，我就进一步地走近了傅雷的精神世界。 
一九九九年，小提琴家梅纽因去世了，梅纽因是傅雷当年的亲家，他的夫人叫迪阿娜，有一次看见了傅聪，就把傅雷当年写给梅纽因的信件共十五封，全部交还给傅聪。这批信是用法文写的，傅氏昆仲又让我翻译成中文，这次是我第三次翻译傅雷的信件。
我翻译《傅雷家书》是用白话，因为这是给自己儿女写的信。给老师写的信是用文言，那么，写给自己亲家的信该怎么办呢?傅雷与梅纽因两位都是艺术家：一个是翻译家，一个是小提琴家，他们共同的儿子傅聪是钢琴家。这两亲家谈的话题范围非常广，包括人生、艺术等，谈的格调也很高。但是，有时要说小儿女、媳妇，对方的女婿傅聪的情况，不见得都用文言的说法，我想要把语意从最高、最低之中，拉在文与白之间，写出来的信有文言的简洁，但是也不能太文言化，亲戚之间有时是闲话家常，我们一定要在当中定调。这时，就要看看傅雷写给他的朋友，像刘抗这些好朋友的信件，而不看写给黄宾虹的信件。在翻译傅雷三种不同的书信时，我采取了三种不同语气的手法。
二○○三年，忽然接到傅氏兄弟的电话，这是很动人的一件事。原来有一篇文章，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黑塞（Hesse）写的。他大概于一九六○年在电台听到了傅聪演奏肖邦的音乐，很受感动。他不知道谁是傅聪，于是写了一篇名为《致一位音乐家》的文章。这文章傅聪很多年后才收到。傅氏兄弟嘱我把这篇文章翻译出来，放在纪念傅聪演奏生涯五十年的文集里。 
此外，又发现了最后一封《傅雷家书》，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写给傅聪的，也交给了我去翻译。 
二○○六年，傅雷先生过世四十周年的时候，我编了一本《江声浩荡话傅雷》，把《傅雷与他的世界》扩编了，加了一些新的资料。当时在上海南汇开了一个研讨会，也是叫“江声浩荡话傅雷研讨会”，有很多的名家、翻译家等在一起缅怀纪念傅雷先生。从那次会以后，就到了今天纪念傅雷先生一百周年诞辰的种种活动。
这就是我从研究傅雷，一直到翻译傅雷的一个过程，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一步一步进入傅雷的内心世界。由于我有这个机会去逐步探索傅雷浩瀚的精神世界，因此发现《傅雷全集》是一个探之不尽、取之不完、用之不竭的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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